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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恺漫画”之人生艺术化 

——以意象分析为中心 

刘亚方
1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子恺漫画”通过特殊的艺术风格、生动的艺术形象传达了深刻的意蕴。借助对“子恺漫画”具有

代表性的意象“人物”“器物”“动物”“自然”的分析，品味丰子恺对过往人事的缅怀和对理想世界的憧憬，探

索中国古典意象理论的现代发展及“子恺漫画”的审美价值和实践意义。“子恺漫画”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于其关注

人生、近乎人情的艺术主张向世人揭示，美在生活，美在日常。艺术的生活是把创作、鉴赏艺术的态度时刻应用到

人生中，艺术的价值是教人在日常生活中品艺术的情味，艺术的真谛是以无限的姿态认识永劫的面目，便可体验人

生的崇高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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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堪称是一位难得的艺术全才，他在绘画、文学、音乐、翻译、书法等各个艺术领域里都具有很

高的成就，曾被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1]。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也称赞他“从顶至踵，浑身

都是个艺术家”[2]115。“子恺漫画”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也具有普遍而又深刻的社会影响。“子恺漫画”贴近现实生活，

选材广泛而又颇具典型性，多融诗意于日常生活的审美之中，表现出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性，以艺术的形态

和审美观照的方式，为人们呈现出别样的世象百态。丰子恺创作漫画，擅用毛笔在纸上作极简的构画，善于在寥寥数笔中描绘

生动而有意味的人物形象，以西洋画的功底，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 

一、“子恺漫画”之画风探赜钩沉 

论及丰子恺漫画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对中国古典绘画精神的继承。漫画中，丰子恺对艺术客体的“形”“神”处理，则深

受中国古典美学中形神论的影响。中国古典绘画中关于“形”和“神”讨论由来已久，韩林德在《境生象外：华夏审美与艺术

特征考察》一书中将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中的形神论大致分为三种观点：一是重“传神”而不否弃“形似”。以东晋顾恺之的观

点为代表，一方面提出“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3]30,强调“传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提出“其于诸

像……有一毫小失，则认识与之俱变”[3]30(《魏晋胜流画赞》),这里便指出人物画“形似”与“形神”的内在联系，即形有失，

必将影响人物神奇的表达。二是重“传神”而轻“形似”。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一诗中提到：“论画以形似，见

于儿童邻。”[3]31在苏轼之前，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一书中也有云：“古之画，或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

画。”[3]31 这一观点则强调艺术主体在绘画创作中，须重“传神”而不求“形似”的美观，对艺术客体作出不同于模拟或写实的

特殊处理，以突出艺术主体真切感受到的审美对象即艺术客体的神态个性特征。三是“神”“形”并重。最早表达这一观点的

似是五代宋初的欧阳炯。他提出：“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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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而不实。”[3]32(《益州名画录·属八卦殿壁画奇异记》)这便是将“神”与“形”看作统一的两个方面，若能做到“形”“神”

兼备，绘画才能达到文质彬彬、华实相副的境界。[3]丰子恺的漫画中，虽然常见其人物、风景、器物总是在寥寥数笔之下便可做

到以形传神，但在丰子恺的绘画美学思想中，并不是只重“神”而轻“形”,而是在不摒弃形似的基础上力求达到“形”“神”

兼备的艺术效果。丰子恺因儿时临摹《芥子园人物谱》而对绘画产生兴趣，中学时接触写生，而后练习石膏模型。当西洋的新

派画家以及中国写意派画家将石膏模型写生视为绘画基本练习为陈腐的机械方法时，丰子恺却不以为然。他在《视觉的粮食》

中明确说道：“我始终坚信绘画以‘肖似’为起码条件……学画也如此，单求肖似固然不及讲笔法气韵的清高。然而不肖似物

象，笔法气韵亦无从寄托。”[4]57 此外，他对苏轼关于重“传神”而轻“形似”的说法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苏轼之“论画

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一种夸张之谈，应将“以”字改为“重”字才行。在丰子恺看来，绘画若不必求“像”,只是一味注重

所谓的笔法、神趣、气韵等，这种画论未免立说太高，近于玄妙。他还指出：“‘像’是绘画上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在艺术成

立的基础条件中，有一条是‘须带客观性’。客观性愈广大，艺术的价值愈高。”
[4]79

对于那些为了要明显地表出物象神气的中

国山水画、西洋的新派画以及漫画，常把物象夸张变形以致与实物不符，甚至完全不像实物的东西，丰子恺认为这是走入虚构

境界、流于形式主义的。尽管丰子恺笔下的艺术客体都是以简笔造型居多，在《漫画创作二十年》里也提过“意到笔不到”的

观点，但并非是将“形”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而是将“神似”与“形似”并重，就如丰子恺在《画鬼》里作了一番总结：“‘绘

画以形体肖似为肉体，以神气表现为灵魂。’即形体的肖似固然是绘画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此外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要表

现物象的神气。倘只有形似而缺乏神气，其画就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好比一个尸骸。”
[4]99

这与中国古典绘画关于“形”“神”

二者关系讨论的第三类观点不谋而合。在丰子恺看来，“形”与“神”是画的一体两面，二者缺一不可，失了“形”,其“神”

无从支撑，缺了“神”,其“形”也如躯壳。因此对于审美客体的“形”,应以写实的态度表现和再现；至于“神”,则须审美主

体多年的人品学问修养的全面修炼。正如“外事造化，中得心源”,只有力求做到形真而圆与神和而全，才能使得形神二者在画

面上完满地实现统一。 

“子恺漫画”中深受中国古典绘画精神影响的除了有“形”“神”关系，还有对“虚”“实”关系的表现，虚实论是中国

古典美学的重要论说，认为天地万物及一切艺术和审美活动都是虚与实的统一。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唯有实现虚实统一，才能

达到完满的境界。在中国绘画中，对于“虚”“实”关系辩证的处理上则通过传统艺术瑰宝中的水墨书法。中国水墨画和书法，

基本上属于黑白相须为用的艺术。“白”本指“笔墨不及处”,又指“纸素之白”。中国画中，须先有这份素白作为底子，而后

才可以描画，正如孔子所云：“绘事后素”,丰子恺看重“后素”,他将“后素”与不“后素”作了一番比较，“后素的更富有

画意。所谓‘画意’,就是艺术味，浅明地说，就是‘不冒充实物，而坦白地表明它是一张画’。”[4]11对于画中笔墨之黑不及之

处的“空白”,丰子恺将其视为生气的来源，“中国画里寥寥数笔之外的白底子，绝不是等闲的废纸，在画的布局上常有着巧妙

的效用，这叫做‘空’,空然后有生气。”[4]11 而中国古典绘画也注重画面的这份“空”,元代饶自然在《绘宗十二忌》的第一条

中就指出，画面的布局最忌迫塞，“须上下空阔，四旁流通，庶几潇洒。若充天塞地，满幅画了，便不风致，第一事也。”[5]2

如果画面布局满幅迫促，潇洒风致也就无存了。“素地”有了，而后才可施“彩色”。中国画家面对这幅“虚白”,为了避免被

物的底层黑影填实，所以直接在这一片虚白上挥毫运墨，凭借自由挥洒的笔墨破了空虚，使得实的线条(黑)之美在虚(白)的映

衬之下，得到尽可能地显现。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关系密切，将书法引入绘画乃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中国特有的艺术“书法”

实为中国绘画的骨干，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造型的语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也就很难言中国画了，因此，中国画重视对笔墨

丹青的追求，绘画中须突出用笔本身的独立审美价值，这与书法艺术重视笔法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或者说绘画用笔正来自书

法用笔的灵感。古人画竹有四法之说，“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这无疑是对以书法之笔墨入画的一个精辟的概括。

正是源于这份“书画同源”之说，丰子恺极为看重书法，将书法与画法视为两种同样高深的艺术，绘画的同时也不忘常习书法，

力求在书法艺术中领悟出作画的味道。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中就有提到：“书画在中国本来有同源之说。子恺在

书法上曾经下过很大的功夫。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丢开

来作画，发现画就有长进。”[2]116中国画中关于“虚”“实”关系的内涵博大精深，不仅画面的“空白”(虚)与笔墨所及之处的

黑色线条(实),即有象有形的部分与无象无形的部分互相生发，构成了“虚实相生”,而且画面中书法字里行间的“空白”(虚)

同笔画的黑色线条(实)疏密有致，同样为绘画布局达到了“计白当黑”的巧思，也是一种“虚实相间”的妙用。“子恺漫画”

承袭了中国古典绘画中的“虚实相生”思想，用水墨入画，以书法造境，使得画面有画处神采有趣，无画处皆成妙境的审美真

境。 



 

 3 

“子恺漫画”的巨大的艺术魅力并不在于只是简单承袭了中国古典绘画精神，正如丰子恺自己所言：“爱好中国画的线条

与色彩的‘简单明快’的表现，就用西洋画的理法来作中国画的表现。”[6]对于某些中国画画家只是依样画葫芦般地因袭传统，

泥古不化的弊病是不赞同的。因此，“子恺漫画”真正的价值就是既保留了中国古典绘画的空灵之感，又吸收了西洋画法的活

泼之态。丰子恺漫画之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其灵感来源于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他将梦二漫画之简洁的形象表现、坚劲流利

的笔致以及变化而又稳妥的构图布局都充分、借鉴吸收到自己的漫画中，标题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竹久梦二的启发，

丰子恺在《绘画的欣赏》一文中提到：“漫画的表现力究竟不及诗……多数的漫画，是靠着画题的说明的助力而发挥其漫画的

效果的。这也不足为漫画病。言语是抽象的，表现力广大而自由；形象是具象的，其表现当然有限制。”[4]70 他主张漫画不必严

禁借用文字的形式作为画题，可将其视为一种绘画与文学的综合艺术。竹久梦二的漫画恰好运用了画题的妙用，使得漫画犹如

读一篇小品文一般；将画题用于对比的题材，更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由此，丰子恺视梦二先生是“题画的圣手”[4]30。 

无论是继承中国古典绘画的基本精神还是借鉴西洋画的表现手法，这些艺术借鉴都不是亦步亦趋的机械模仿。由于民族传

统的差异以及个人修养，包括见闻、经验、眼光和对生活感悟的不同，还有社会现实的不同，都使丰子恺在借鉴古今中外绘画

艺术风格的同时，更渗入自己的艺术领悟。其中贴近现实生活的刻画和启发人事感慨的巧妙结合，使作品形成了“眼睛向下，

艺术向上”的风格特征，这份匠心独运更使得“子恺漫画”好似一部社会的缩影、时代的画册，深入人心，流传至今。 

二、“子恺漫画”之意象分析 

“子恺漫画”受中国古典绘画精神的影响，其画中的意象融入了作者创作构思时的情志、意趣，表现出了人生真谛和宇宙

生机，给人以“味外之味”的审美感受。“子恺漫画”自 1922 年开始创作第一幅直到 1949 年，内容、形式几经变迁。根据丰

子恺各个经历期间的所闻所感，将笔下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分为“人物”“器物”“动物”“自然”几类，可以从这些意象中品

味丰子恺对过往人事的缅怀和对理想世界的憧憬。 

(一)人物篇 

儿童一度是丰子恺笔下的人物主体之一。丰子恺守有一份赤子童心，所以在儿童漫画中，他能将儿童身上的简单纯粹表现

得活灵活现。他在解释自己漫画进入儿童相的时候说：“我当时对于我的孩子们，可说是‘热爱’。这热爱便是作这些画的动

机。”[7]389 丰子恺笔下描绘儿童生活的佳作迭出，经典之作便是《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画中丰子恺的大女儿阿宝给凳子

的四条腿穿上了袜子，举止惹人发笑却充满童真。还有《爸爸不在的时候》,描绘的是丰子恺的孩子在他的案桌上捣乱搞破坏的

场景，对此画，丰子恺曾有真情的告白，他表示，在当时看着孩子捣乱的时候，实在是不耐烦而不免呵斥，甚至要批他们的小

颊，然而呵斥之后又立刻笑了，批颊的手停在半空中，终于变批为抚。而后，又反省如何能要求孩子的举动同自己一样。正是

因为进入儿童的天地，有了这样设身处地地体察儿童生活的秉性，才有了一幅幅可爱有趣的儿童漫画，像《瞻瞻底车》《阿宝赤

膊》《花生米不满足》等佳作。 

体察儿童世界的率真，丰子恺同样用作品诠释了成人社会的疾苦和虚伪。起初，丰子恺企图以赞扬儿童的手法“从反面诅

咒成人社会的恶劣”,而后，才将笔锋直接转向成人社会的黑暗。他本不愿描绘社会的黑暗面，然而“后来我的笔终于描绘了。

我想，佛菩萨的说法，有‘显正’喝‘斥妄’两途。西谚曰：‘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而不写黑

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7]390 像《最后的吻》,画

的是一个年轻的母亲由于无力喂养自己的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而接婴儿处的墙脚下却有母狗在哺育两只小狗。

鲜明的对比手法，直指穷人不如狗的残酷真相。抨击成人社会的黑暗虚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对理想世界的积极向往，

通过漫画引起读者的共鸣遐想。丰子恺总能直面社会的阴暗处，在当时很多画家一味埋头在古代山水、飞禽走兽、草木鱼虫的

主流外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路，从工人、清道夫、堂倌、佣工、穷孩子、脚夫、黄包车夫直到乞丐，皆入画中。后来在谈自己

的画时，丰子恺这样说：“我不会又不喜作纯粹的风景画或花卉等静物画；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我

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
[8]497-498

在他看来，一味躲在深山里赞美自然，怎能让更多人看到世间的不公和黑暗，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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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消灭种种罪恶的现象，又如何让世人明白童心的难能可贵，所以须到红尘间才能弄明白人生悲欢。 

在儿童和成人这两组相对的人物意象中，还延伸出了另一类群体，便是学生和老师。这一类漫画在丰子恺的漫画中是很有

特色的作品，并在各种漫画集里都有刊登。集中收集此类漫画的主要是《学生漫画》和《子恺漫画全集·学生相》。熟知丰子恺

的都清楚，这部分的画作同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的经历有关，也跟他有过长期教学经历有关。因此，形形色色

的学生形象和校园百态在画里有十分到位的反映。英文课上开小差、背诵课文时的作弊、教室门上的恶作剧、考试前的临时抱

佛脚、食堂抢饭的生龙活虎、毕业后的失业，等等，学生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被捕捉到。关于老师的画作，如《舍监的

头》和《某件事》,这两幅显然都以夏丏尊先生为原型；《都会之音》,画着一位老师坐在教室里拉二胡，这便是以李叔同先生为

原型。这部分漫画的内容是丰子恺对这段学习生活的美好回忆，也有对恩师的追忆。面对刻板僵化的应试教育，丰子恺也用漫

画对其批判讽刺，如《某种教师》《用功》这类漫画。如今看来，人们读此画都不陌生，还会让读者生出“于我心有戚戚焉”的

感叹。 

(二)器物篇 

翻看丰子恺漫画全集，很难不被他画的物件所吸引，那些具有年代感的老物件不止一次出现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正如“形

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道”是居于形体之上的精神因素，而“器”便是指居于形体之下的物

质状态。因此，画中频繁出现的器物，背后自然承载了丰子恺创作时的情绪和情思。 

丰子恺笔下常出现的器物并不是稀罕少见的，更不是洋气时髦的，相反，都是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和具有历史年代感的老

式东西，如：《黄昏》里的茶壶、杯子、信纸；《晚凉》里的木制长椅、旧式路灯、画中人手里摇着一把芭蕉扇；《惜别》中格子

窗棂、闹钟、流下蜡油的蜡烛；《秋夜》中的茶杯茶壶和亮着的煤油灯、老式的剪刀。人物不是画中的主角，真正抓住人心的正

是这些器物，画家借画中器物的象征意义，抒怀旧之情，使观者感同身受，不免回忆其往昔岁月。丰子恺偏爱竹篮、竹筐、竹

筛、藤椅等这类竹器，这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1938 年，丰子恺为躲避战乱而携家人逃难到桂林，在租房期间，因无法租

用家具，只有买竹器。这里竹器价廉物美，跟上海的奢侈形成鲜明对比。有感于此，丰子恺在《桂林初面》一文中写道：“在

这里我又替养尊处优的人惭愧。他们一人用的坐具就耗费了十二人用的全套家具，他们一人用的全套家具应抵一百二十人的所

费。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否一百二十倍于常人呢?”[9]在桂林期间，丰子恺除了忙于执教、作画、写文外，对当地的种

种工艺品也十分留意，这其中少不了价廉物美的竹篮、竹盒和竹碗。泮塘岭的灶间和婴儿新枚所住牛棚木窗上简单美观的花纹，

永福的土制小罐型油灯，两江圩上的折纸灯，等等，这些器物形象都被丰子恺画在日记上留作纪念。艺术创作总离不开日常生

活，丰子恺感动于桂林淳朴民风，以及对当年生活光景的怀念，普通的瓶瓶罐罐在他的笔下充满了思想与情绪，使得画面如同

拥有了生命一般变得鲜活起来。 

丰子恺笔下的“器物”意象中除了竹器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富有乡村田间生活气息的日常用物，这类多集中在社会相画集

中。《他们的 SOFA》,俩农民将两头拴着竹筐的扁担当作 SOFA 坐着；《收头发》中，一人挑着担子挨家挨户收头发；《江头》里戴

着草帽、挽起裤腿的农民挑着柴禾之类东西的扁担轻便地行走在窄桥上；还有《铺盖》《过洋桥》《冬日的汗》《颁白者》等若干

画作中都出现了“扁担”。除了农具，还有旧年代里的小商小贩和他们营生的工具，如《挖耳朵》《刺头担》里的老式洗脸架，

《卖馄饨》中的馄饨担，《“搭搭滚的猪油糕”》里滋滋冒烟的煤炉等等。以上这些器物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虽已被遗忘，

但在丰子恺的笔下却被重新记忆起来。 

丰子恺笔下的“器物”取自琐碎生活，他怀念旧时乡间的简单纯粹，于他而言，大都会产生的精巧、玲珑输送到乡村，不

是福音，而是给乡村带来了害处。火钵头被精巧玲珑的打火机取代，水烟筒不见了踪影，却只见流行的香烟，老棉布衣襟上缝

着洋纽扣，尖角石子路上擦破皮的“大英皮子”鞋，无线电收音机在乡村发出的油腔滑调的对白，从打火机至收音机，都是物

质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然而带给乡村的只有惊异、诱惑和可笑的不称。所以，丰子恺喜画虾笼、鸟笼，喜画牛车、黄包车，在

他的心里，这些不是落后的陈年旧物，而是富有温度的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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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篇 

在生产和生活中，动物堪称是与人类关系密切的伙伴。譬如，耕田需要依赖牛，报晓需要鸡，看家护院则需要狗，这些动

物不仅与人朝夕相处，而且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与有功焉”。出于对动物的喜爱，出于对人与动物感情的珍视，也出于对

动物生命的尊重，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提倡护生意识，甚至形成了护生主义。为了倡导戒杀护生，丰子恺创作了 6 册以动物为

主体的画集——《护生画集》。这部缘起于 1927 年、创作过程前后长达 46年的著作，是丰子恺一生中重要的作品，除了是爱护

生灵与心灵的集大成之作，也体现了丰子恺对恩师的缅怀，更有圆满大师生前夙愿的意义。 

丰子恺在《护生画集》中画了很多关于牲畜和家禽的画，包括牛、羊、猪、鸡、鸭等等，这群动物在人类传统节日和庆典

活动时都免不了被宰杀以祭祀或庆贺，丰子恺对此多有揭示和批判。如《喜庆的代价》中，人类在喜庆的日子里，杀猪宰羊，

因而家里挂满了猪头，堆满了鸭子，所以作者有感于此，把人类的“欢”和动物的“悲”进行对比，谴责人间欢庆建立在动物

的痛苦之上，要求人类约束和反省自己的行为，不要让牲畜、家禽成为人类奢靡纵欲的牺牲品。还有《投奔》《明日是中秋》《幸

福的鸡》里都有家畜家禽在节日里被杀戮的画面。丰子恺曾在《还我缘缘堂》里表示，“受先父遗传，平生不爱肉类”。[10]由

于自身一直保有茹素的习惯，所以看不得人类滥杀生灵的做法，同时对这类弱小无辜的动物群体怀有同情，其中护生主义的价

值取向也不言自明地表达出来，便是人类应该尊重动物的生命，不得伤害生灵。 

在《护生画集》中，除了有描绘普通动物之外，还有一些关于仁兽的想象作品。这些仁兽包括麒麟、凤凰和驺虞，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些仁兽是代表传统道德的符号，内含深厚的儒家文化意蕴，也间接表明了丰子恺的护生思想。麒麟，画中多次涉

及。在第一集中就有一幅题为《!!!》的作品，画了一只穿皮鞋的脚，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踩在一只小虫的身上，小虫生命危如累

卵。画面中没有出现麒麟的形象，但这幅图的题画诗中却写道：“麟为仁兽，灵秀所钟。不践生草，不履生虫。”诗和画在内

容上形成了强烈对比，同人类的脚比较起来，丰子恺想表达麒麟更有仁爱风范。除了这幅画外，丰子恺还画了一幅名为《和气

致祥》的图画，图中汇集了龙、凤和麒麟等祥瑞仁兽。《护生画集》中的仁兽还有驺虞，此为义兽，有“至信之德”。丰子恺对

于仁兽的刻画，不难看出其中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以及庄严的道德崇高感。 

《护生画集》中还有更多对幼小可爱动物的刻画，无一不是在凸显动物的美德。“灵犬”系列的图画，多以灵犬救主的图

像叙事，凸显了犬的“慧”;《义猫认主》里体现猫对主人的“义”;《双双瓦雀入门来》《哭友》《燕集几案》《白鹇殉主》表达

鸟类的忠诚恋主等等。整个《护生画集》中，展示动物灵性的图画较多，这些护生画不仅是对动物美德予以赞美和褒扬，也在

不动声色之中对德性匮乏的人类进行批判，更想通过对幼小动物有情有义的刻画，培养人对动物的感情，从而培养体恤于生命

的仁爱之心。《护生画集》中“护生者，护心也”的编纂思想丰富了现代中国的护生理念，在这些作品中，正如陈星老师所说，

“无论是为了‘护生’,还是为了‘警示’,甚至是为了提倡‘和谐’‘孝道’,这对当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四)自然篇 

丰子恺将笔触从人物转向自然，一方面是对自己绘画之路作了新的评估；另一方面是源于：“抗战军兴，我暂别江南，率

眷西行。一到浙南，就看见高山大水。经过江西湖南，所见的又都是山。到了桂林，就看见所谓‘甲天下’的山水。从此，我

的眼光渐由人物转移到山水上。我的笔底下也渐渐有山水画出现……最初是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居然也写山水为主人

物点景的画了。”[7]257细观丰子恺关于自然的绘画，便能发现他并不是通过单一的自然意象去传达画意，而是将人物和自然景色

融为一体，通过画面整体布局营造淡远的意境，从而达到借物喻情、情融于画的艺术效果，同时结合题诗，创作出别有风格的

“古诗新画”。 

“自然”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看作一个“类”的统一体，须从整个宇宙天地(自然)的整体性着眼于其中的个体，这

些个体具有“类”的相通性，因此，不能将它们割裂孤立地看待，而应联系起来，才能从中发现合理化的有情世界。这种通过

个体去观察整体的表现方式即是“以小见大”,在丰子恺的自然相漫画中大都采用了这种手法，通过一花、一草、一虫、一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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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大自然的蓬勃生机，用单个或极简练的形象传达出自身的无穷趣味。那么，一花一叶就不能单一看作是花叶，而是代表了花

叶的生命。如《留春》,画面里有一张粘有几片花瓣的蛛网，画面简洁，对象不多，却表现出了作者爱春、惜春、留春，面对春

天匆匆而去的遗憾珍惜之情。还有《好春光》中，蜻蜓、蝴蝶在花丛里飞舞，黄莺、燕子在枝头上啼叫，画面布局上左下角的

花丛和右上方的树枝形成对角，蜻蜓、蝴蝶、燕子、黄莺皆用线条勾勒出，姿态尤为轻盈，这些具有“春”之特点的“类”组

合在一起，无不传达出春光无限的自然之美，而这份春光也由这类“自然”意象的组合立显饱满立体。 

在丰子恺表现自然相的“古诗新画”中，山水和人物常常结合起来，通过山水的衬托，突出人在自然中的情感和行为，因

此，自然与人物的结合，是丰子恺自然山水画的最大特色。1934 年所绘的《游春人在画中行》,画的是春天景致，画中人徐行在

杨柳依依的湖畔，湖岸对面山峦起伏，人物在画中的主要位置，而且五人姿态各异，畅游于山水之间，画面布局也十分讲究空

间感，由远及近的空间立体感像极了邀请画外人一同入画赏春。《豁然开朗》这一幅，内容如题，描述了两位山客跋山涉水已久，

未曾料到山洞底部竟然别有仙境，好山和水一览无余。如此看来，丰子恺的自然山水作品里，大部分是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理想

图景，可以说是直接在自然里安置了他心中的人情事理。丰子恺将心中的风光霁月化为笔下的花草树木和日月山川，它们组合

在一起，谱写出众人心中的理想世间。 

三、“子恺漫画”之“人生艺术化”的终极追求 

绘画是一门重瞬间的空间艺术，莱辛曾评价：“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

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12]按照这一说法，根据对“子恺漫画”

中代表性意象的分析，作品中无论是绘人还是状物，都离不开捕捉和提炼那“最富于孕育的顷刻”,而作者对“顷刻”“瞬间”

的把握都来源于对日常平凡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用心体味，而后用画笔将其放大，采其神韵，传达出当下的情思和感悟。丰子恺

重视“平凡”,他认为琐碎平凡的事也可成为好题材，但无论是何种题材，最终不是只给自己欣赏，还要能够使人看了要去想想，

正所谓他的一首小诗为证“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2]328。因此，为了能让作品

达到万人共感的艺术效果，在作品的表达形式上，丰子恺强调须“简易”“明了”,主张“艺术贵乎善巧，而善重于巧，故求丰

富之内容，而不求艰深之技巧，故曰‘平凡’”[13]。他将艺术要一味泥古、装雅、故作高深的风格视为弊病，用专家的诗和非

专家的诗作类比，就是“有些‘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

装腔作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8]382。至于平

凡，并非浅薄，而是“凡人之心必有同然”[7]47,取其中为内容，作为艺术的表现，就会使得万人共感；丰子恺在创作时讲究其“形”

要带客观性，更是由于客观性可以有广泛的受众，因此才会让感动力强而大。这所有成立的前提都是来源于表现形式简约，不

玩弄所谓的玄虚，只求传情达意即可，不以表现复杂富丽为工，即“言简意繁，辞约义丰”[7]47。作品内容上，多是以关切人们

生活的、极为寻常的、以自己耳闻目睹朴素生活的琐碎细节为主。他认为，形式似白话，内容普遍动人才会被大众接受理解甚

至流传千古，就好比中国的绝诗，如“长安买花者，数枝千万钱。道旁有饥人，一钱不相捐”[7]47,丰子恺将其称之为“平凡伟大

的艺术品”[7]47。所以漫画中意象涉及的人、事、物等，都是在实际的自然和生活中接触到的，从未出现过以奇为高、立异为贵

的作品。比如：他注重亲情，便能从孩子嬉戏打闹中感叹童真的至纯与珍贵；他心怀苍生，关心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能在他

们身上看到天下穷人的困苦和现实的残酷与不公；他尊重生命，面对饲养的猫、狗、鸡、鸭，能激发内心的护生信仰。无论是

多么微不足道的平凡场景，都能被丰子恺信手拈来，从中感受到佛理禅意，父母劬劳、师训之恩，朋友之谊。这些无不在向我

们表达，其实真正的艺术与人生密切相关，一颗真正的艺术心眼便是关注人生、近乎人情。 

“子恺漫画”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画中关注人生、近乎人情的艺术主张向世人揭示，美在生活，美在日常，保有一颗敏

感的心多去感知生活中的细碎平凡之事，天真自然的生活景象也可皆成妙谛，这便是艺术的真相。然而，漫画持久的艺术生命

力不仅在于对个体具有提高审美境界的作用，还在于对社会更具有美育的意义。丰子恺的漫画以日常平凡的美表现对生活的爱

与珍惜，对于美好，用真情歌颂，而对于苦难，则需要用“愤情”作为艺术创作之动力，教会世人在苦难人生中重塑美的心灵，

用艺术完成从“苦味”人生转化为“兴味”人生的精神救赎。在丰子恺看来，人生的苦并非只是物质生活的贫困，还有现实世

界中对于个体生命的扭曲与压抑，将人不得不驯服为现实的奴隶，这才是最苦的。他在面对儿童变成大人这无奈的现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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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感叹道，“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大人，然而我们这心灵是始终一贯的心灵，即依然是儿时的心灵，只不过经过许久的压抑，

所有的怒放的炽盛的感情的萌芽，屡被磨折，不敢再发生罢了。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后的我们的心灵中。这

就是‘人生的苦闷’的根源。我们谁都怀着这苦闷，我们总想发泄这苦闷，以求一次人生的畅快，即‘生的欢喜’”
[14]225-226

。何

以圆满到达这“生的欢喜”?即“艺术的境地，就是我们大人所开辟以发泄这生的苦闷的乐园，就是我们大人在无可奈何之中共

享出来的慰藉、享乐的方法”[14]226。所以，丰子恺将逃难称为“艺术的逃难”,在乱世中还能种树成庭，围竹成篱，冬日晒菜，

夏日乘凉。这种恬逸的心情，被吉川幸次郎评为“如果在现代要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丰子恺了吧”[15]。无

论是漫画中体现出的艺术主张，还是丰子恺本身具有的艺术人格，都诠释了：艺术的生活是把创作、鉴赏艺术的态度时刻应用

到人生中，艺术的价值是教人在日常生活中品艺术的情味，艺术的真谛是以无限的姿态认识永劫的面目，便可体验人生的崇高

和不朽。 

总之，“子恺漫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不仅表现出对于中国古典绘画精神的承袭，彰显出中国艺术的民族

性，同时通过借鉴日本漫画的表现手法，体现出中国绘画在现代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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